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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 $" 世纪 #" 年代以来，台湾问题发生了一些
值得注意的变化，某些别有用心的台独分子极力
在台湾推行 “文化台独”活动，企图从文化上割断
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脉渊源关系，台湾学术研究
中也随之出现了偏颇的 “去中国化”恶劣倾向。在
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文献汇刊》的整理出版，不仅
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储备丰富的相关资料，而且更
重要的是能够以扎实厚重的文化积累形式，增强
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向心力，有
力地打击一小部分台独分子进行 “文化台独”的阴
谋，为祖国统一事业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效。
问：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您的研究有一个
显著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发掘正史官书之外的民
间文书，并将其运用到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从
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过去曾经整理过许
多明清社会经济史料，近期又出版了 《民间文书与
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
济史》等著作，这些都很有代表性，是否打算将研
究重点重新转回到明清社会经济史？
答：确实，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段时期内我
曾经在闽台区域文化史方面投入了较多的精力，
尽管这个研究领域同样很重要，但是说心里话，我
个人一直想从当中脱身开来。过去中国社 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系一直是国内从事
经济史研究的南北两个重镇，然而，近年来经济史
研究人员转向社会史研究的不在少数，由此导致
社会经济史研究队伍有所削弱。一些师长曾经在
不同场合的谈话中希望我能够重新归队，自己也
感到有责任继承先师傅先生的研究方向。因此，从
$""" 年开始，我又重新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经济
史研究上，干起了老本行。当然，经过长时期的学
术探索与积累，我在明清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
思路、问题意识，与 %" 年代相比已经有很大不同。
除了发表一些论文外，最近还出版了几本著作，其
中两本是你上面所提到的 《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
制度史研究》《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此外
很快就要出第三本，书名是 《民间文书与明清社会
经济史》，内容主要是有关明清时代商人与商帮问
题的研究。
这些著作的一个特点是比较注重运用民间文
书来考察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历史。近二十年来，
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工作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
视。许多大型的民间文书汇编次第出版，为深入开
展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这是很值
得高兴的事。我个人由于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的
教学科研，也时时注意收集各类民间文书，日积月
累，数量也有万件之多。然而，学术界对于民间文
书的研究，似乎还跟不上搜集整理的步伐，一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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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现象就是专注于此的著作寥寥可数。个中的
原因，据我的看法，大概是因为民间文书雷同的很
多，特别是民间契约，大部分是关于土地交易的文
书，这些地契格式大多没有什么差别，全国各地基
本相似。而土地关系史的研究，一度是 "# 世纪后半
叶的热门课题，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很多，要想从中
寻求创新很不容易，由此也造成了前面所说的搜
集多，研究少的局面。实际上，相比于民间文书丰
富的内涵，我们对民间文书的研究远不能说已经
发挥极致、题无剩义了。可做的地方还很多，关键
是如何更新我们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抱着这样的
思路，我利用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各类民间文书，在
明清社会经济史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一方面希望
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些研究，呼吁大家重新认识民
间文书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如果能由此在一定程
度上重新激发大家研究民间文书的兴趣，实在是
一件很令人快慰的事。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个人
也希望能够通过民间文书的研究，在明清国家体
制与基层民间社会关系问题上做一些有益的探
索。我一直认为，明清时期的国家体制，在政治上
固然是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制度，但是这种体制
是无法有效地掌握民间基层社会及其经济体系等
方面的运作的。而政府对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无所
作为，又使得民间基层社会处于一种近乎自生自
灭的放任状态，从而反过来限制了基层社会经济
的顺利发展。当我们深入阅读各类民间文书时，对
这一问题的认识会深化很多。
问：在西方年鉴史家眼中，史料可分为 “有意”
和 “无意”两大类，前者多为各种有意编成留示世
人的官书，有点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正史，后者则常
指无意留下的各种公私记录，类似档案及各种民
间文献，一般认为后者可靠性要超过前者，您怎么
看待民间文献在国史研究中的地位？
答：实际上在我看来任何史料都是 “有意”与
“无意”的集合体，也就是说，任何史料既有有意的
一面，同时也有无意的一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史料的
编辑、生成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无论是官书还
是民间文献，这些留存后世的史料的编辑者或者
说生产者，当初在创作它们的时候，都不可避免要
受到他所生活时代编写文化定式的影响。可能在
一般人眼中，民间文献无意的成分大一点，因此更
可靠一些，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对民间文献认
识上的较大误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民间
文献的编成实际上已经受到了与生俱来的文化影
响，编辑者大多无可摆脱这种文化影响，由此也使
大多数的民间文献游离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族谱
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作为一种典型的民间
文献，大多数族谱的编撰在于为家族提供一本相
对于国史的家史，原不以示人为目的，从这一角度
上说，族谱人为修饰的成分可能要少一些。然而，
实际情况却并非这么简单。尽管族谱为家族社会
史、经济史、人口史、民族史、宗教史、移民史、妇女
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不可替代的第一
手资料，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发现族谱中存在着不
少虚构冒托、夸饰炫耀的虚假成分。因为族谱毕竟
是私家所记，在一些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主观随
意性。因此，我们在运用族谱资料时，就应当实事
求是，有所鉴别，有所选择，而非轻易迷信。那种随
意摘取族谱中的某些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记载，不
顾其余，动辄轻言有 “新观点”、“新发现”的做法，
是不可取的，也是很不严肃的，这是我们利用民间
文献研究国史必须十分注意的一点。
当然，我们认为任何史料都是 “有意”与 “无
意”的集合体，并不是轻言所有史料都值得怀疑，
只是希望读史者在阅读史料时，无论是官书还是
民间文献，都不要走极端路子，或者彻底怀疑，或
者盲目迷信。关键的一点还是要注重各类史料的
比勘、辨别，而不要主次颠倒，一下子就做了史料
的奴仆。
问：您在给学生开课时一直强调社会调查在史
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且您自己也一直躬行不倦。能
谈谈您对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之间关系的心得吗？
答：社会调查在历史学中的应用，近年来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究其原因，我想大致有两个：
一是社会调查是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邻学
科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而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是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二是社
会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研究
基础即史料搜集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使得历史学
研究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新局面。
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
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 “正史”一度十分
迷信。"# 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
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
“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
国维先生的 “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 “正史”等文
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掘的新
资料。然而，一直到 "# 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对
于 “正史”之外的各种私家笔记以及地方志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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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依然小心翼翼，甚至心怀疑虑。这种情况到
"# 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发生了变化。从那时开始，一
些年轻的学人，开始把史学研究的兴趣扩展到政治
史之外的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经济史领域。
人们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范围，也突破了以往官方
“正史”典籍的局限，开辟多方面的资料来源。私人
笔记、小说野史、方志家谱，都逐渐进入史学研究的
殿堂。与此同时，有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开
始进入城乡基层社会，进行社会调查，并且运用社
会调查资料所得，开拓了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其
中如陈翰笙先生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傅衣凌先生
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学研
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调查与
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道路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兴
趣与热情，社会调查在史料拓展方面所起到的重大
作用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可。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的结合，所以能够引起人
们日益重视，除了这种方法能够拓宽历史学资料来
源的渠道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它能够 “贴近社
会下层看历史”。而从理论上说，贴近社会下层看
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因为要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强调的一些核
心问题如人民群众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
等，仅仅依靠“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官方“正史”资
料是远远不够的，显然需要社会调查这种 “贴近社
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来加以认真印证。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理
论和方法论的不断翻新。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
史”的手段之一的社会调查，也完全与现代人文社
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相适应。以近年来较为流
行的国家体制 “大传统”与民间社会 “小传统”的理
论为例，国家体制“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文本”资
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文化的全貌，其中最
大的空缺就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历史学家需
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
补充这种历史的空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
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同
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的政治文化道德伦理固然
对民间行为、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居高临下的示范
作用，但是民间社会经济、下层社会风气的变化，同
样可以影响统治者、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以及道
德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调适。这也是我们强调通
过社会调查等手段来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
性所在。
在我看来，社会调查作为史学研究贴近民间社
会的重要途径，至少应当从这么四个方面进行这项
工作，即广泛搜集民间私家文献资料、民间文化行
为资料、民间神话传说与口碑资料，以及民间意识
认知资料。
社会调查工作在学术研究上的运用，并不是历
史学家的专利，相反在更早的时期内，人类学家、社
会学家、民族学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等，就已经
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田野工作）的运用，有些学科对
社会调查工作的重视远远超出一般历史学家的重
视程度。这种多学科对社会调查的关注，正体现了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即各个
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淡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正
朝着多学科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方向迈进。传统
的历史学过于迷恋典籍文献的资料作用，而人类学
家、社会学家在社会调查 （田野工作）上的成就，无
疑给寻求学术创新的历史学家们带来有益的启
示。以往对典籍文献资料往往抱怀疑态度的人类学
家、社会学家们，近年来也对历史文献资料产生了
相当的兴趣。学术研究众多学科的结合运用，显然
已经对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产生
了良好的效应，而社会调查这一研究方法的普遍应
用，恰好能够在这种多学科的结合渗透方面起到一
个良好的沟通作用。
当然，不同学科毕竟有着自己的学科特点，有
着各自专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现在社会调查的
具体操作上，也应当有许多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因
此，就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而言，应该根据不同的
研究课题和调查对象，采用较为可行的相应措施，
不能强求一致，或是过分仿效他人的研究方法，应
该形成自己通过社会调查而积累史料的特点，形成
自己运用这些材料解读历史的特点。傅衣凌先生对
历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
派。这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
结合为特征，从考察社会结构的总前提出发，探求
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
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
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
书、文集、帐籍、碑刻等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以社会
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传
说、地名、口碑等资料证史。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
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
求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认为，即使从今天来看，
傅先生开创的这种社会调查与多种资料、多种学科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效法、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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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当然，人文社会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
的趋势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前进，
社会调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扩
展。如何在吸收傅衣凌等史学前辈探索成果的基础
上更上一层楼，无疑是我们今后必须切实努力的一
个重要方向。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社会调查固然应当在现
代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学术空间，但这并不意味
着社会调查就是推进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事实
上，社会调查所征询的对象，由于文化教育程度、地
域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他们所能提供给研究
者的信息，往往是芜杂混乱的，且带有某种程度的
片面性。民间文献所留下的文字，也往往由于受到
记载者文化修养的限制和私家认知观念的影响，带
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如此一来，就需要研究者对
这些芜杂混乱的民俗材料、口碑访谈、民间歌谣、谱
牒私册等资料，进行认真的梳理，从中分辨出带有
普遍意义而又真实可信的资料来。也就是说，如果
研究者不具备传统史学所谓史才、史学和史识，就
很可能落入社会调查的误区。特别是应当注意避
免那种主题先行、概念先行，孤立化、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的社会调查。
问：学术研究要做到既专精又广博是很难达到
的一个境界，您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在明清史、社
会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都有深入见解。您是如何
处理治学的博与专问题的？
答：我想这和我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
代所接受的两个训练有关。一个训练就是当初选
择明清赋役制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时，导师傅衣凌
先生嘱咐我要认真地将明清主要史籍过一遍，因此
我在做学生时有一段时期经常跑图书馆，阅读馆中
所藏的明清主要史籍，由此打下了比较好的明清史
基础；另一个训练是来自田野调查方面的。傅先生
在指导学生从事田野调查时，反复强调收集资料要
注意竭泽而渔，不要顾此失彼。因为有些资料可能
目前暂时用不上，但如果及时搜集贮备，将来随着
学术研究的进展，需要用的时候，自然就很容易用
上。现在想起来当初读书时所受到的这两个训练
真的是使我终身受益，做起研究来可以纵横捭阖，
而不会缩手缩脚。现在我给博士生上课时，还是反
复强调这两方面的训练。
我的研究兴趣虽说比较广泛，但实际上还是有
所侧重的。从表面上看，我这些年研究领域涉及到明
清财政赋役制度、商人与商业史、家族社会、族群民
系乃至闽台区域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许多方面，
但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
之间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如果说我的研究在相关问
题上有一定深入的见解，也许正与这种比较开阔的
研究视角以及比较多样的问题纬度密切关联。
问：您曾经与杨国桢先生合著了 《明史新编》，
该书既是一部体现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断代
历史专著，同时也是一部颇受欢迎的高校历史学科
教材。近年来，您还致力推动人文学院的教学改革，
主编了一套 《人文教改创新丛书》，您所著的 《历史
学的困惑》作为该丛书的第一本，在 #$$% 年已由中
华书局出版，能谈谈您对高校历史教学的看法吗？
答：对于高校历史教学，我个人感觉最失败的
地方在于本科教育与中学教育之间的雷同。我们知
道，学生在中学里接受的历史教育，只是些条理化
的历史学基本常识，这可能可以满足中学历史教育
的要求，然而，当学生考入大学后，很多人发现，大
学所教的历史知识，与他们此前在中学所接受的教
育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相当于将中学里的知识点
再过一遍，只是在内容上有所扩充而已。这怎么能
引起学生的兴趣呢？这种失败甚至直接影响到研究
生的教学，因为在这种教学背景下教出来的学生，
对史学的了解仍然是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对什
么是历史学仍然茫然不知，遑论在大学阶段打下扎
实的基础了。
那么，高校历史教学应当怎样扭转上面所说的
不合理局面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引导学
生培养一种历史基本认知，也就是说，什么是历史？
什么是历史学？本科阶段的学生在经过系统的学习
之后应当对上述问题有一种比较深入的理解，特别
是能掌握一定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形成一种历史
感，从而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一定基础，而不是简
单重复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点。
国内有一段时间曾经热衷于高校通史教材的
编写，以《中国通史》为例，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不下
百部。但是，仔细一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教材雷
同之处很多。反观海峡对岸，台湾地区数十年来高
校大多只用一种版本的《中国通史》。我觉得大学历
史教育不在于花费大精力去编辑各种通史教材，而
是应当注重专题知识的讲授，我们近年来开展了一
些教改活动，推出了 《人文教改创新丛书》，就是希
望能在高校教学中探索一种适应学生需要的教学
新模式。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责任编辑：蔡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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